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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注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异质性以及企业的绿色创新质量，以2013年中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上线交易为关键时间点，基于2009－2019年A股上市企业绿色专利数据，运用三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以及企业专利类型、规模和所在区域的异质性在其中的影响。结果表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有促进作用，能够促进企业发明型绿色专利数量和专利整体质量提升，且对东部地区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效果优于中西部地区，对大规模企业的促进效果优于小型企业。因此，为促进企业尤其中小企业绿色创新和绿色转型，政府需要灵活运用碳交易市场等市场型环境规制工具，强化碳市场对创新质量的积极影响，并依据不同对象异质性特征灵活制定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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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pact Analysis of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Policy on Enterprises’ Green Innovation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Heterogeneity: Based on Green Patent Data of Listed Fi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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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根据修缮完毕的中文摘要修改英文摘要，一一对应翻译】
Abstract: Based on the green patent data of Chinese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9 to 2019, the triple difference model is used to test whether the 2011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pilot policy in China has promoted the green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and to study its heterogene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ilot policy of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has a promoting effect on the green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the pilot policy of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can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number of green patents for inventions and the overall quality of patents, and the promotion effect on the green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in the eastern region is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eastern region. Also,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large enterprises is better than that of small enterprises. Finally, in order to promote enterprises’ green innovation, the government should not only further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carbon trading market, but also formulate relevant policies flexibly according to various heterogeneous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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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强调了中国
[bookmark: _Hlk103529659]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CO2排放量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相较于已经完成碳达峰的美国、英国、日本等具有先发优势的发达国家，中国正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本应更需要确保能源供应来推动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减排压力之大不言而喻。对于政府而言，亟须寻求破除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之间矛盾的路子，以达到发展和环境两者和谐共存、相互促进。在此大背景下，基于环境权益而提出的绿色创新越发受到重视。要实现绿色发展，就要以创新为驱动，大力推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1]。2011年10月，国家发改委下发了《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同意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湖北、广东和深圳7个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各试点地区碳交易市场也于2013年6月起陆续上线交易。而作为落实“双碳”目标的核心政策工具之一，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于2021年7月份正式上线交易。碳交易政策在中国已实行多年，其创新性的减排思路能够将企业碳排放的权益内部化[2]，将碳排放权视作经济资源，促进其价格发现[3]，通过经济激励减少主体使用这一资源。为了减少碳排放权的使用，除了降低产量外，企业主体是否会通过绿色创新的方式减少排放？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企业或是不同方向的创新之间又是否存在异质性？回答这些问题有助于全面了解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创新激励作用，对于中国实现“双碳”目标和经济的绿色转型都具有重要意义。
环境保护政策（也被称为“环境规制”）主要可以分为命令控制型与市场激励型两种。根据王红梅[4]给出的定义，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是指国家行政部门通过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等对企业生产过程进行监督和管理，以达到控制环境污染的目的；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是指通过收费或补贴等方式增加企业排污的机会成本，以此激励企业减少排污。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利用市场价格引导企业减排，属于典型的市场型环境规制手段。对于环境规制政策能否促进企业创新这一问题，学界并未达成统一的观点。较为早期的研究中，传统的新古典学派的研究者一般认为环境保护虽然促进了社会整体福利的提升，但是企业面对环境规制会表现为遵循成本效应，例如Jaffe等 [5]的研究就发现政府环境规制的实施使企业不得不增加遵循制度的成本，进而挤压了企业用于创新的资金空间，抑制了企业的创新；但Porter等[6]肯定了适当的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的积极影响，他们研究发现企业在面对环境规制时会通过提高技术水平来减少污染，从而抵消甚至超过【用词表意是否准确？！】遵循规制所增加的成本，以此实现技术创新和生产率的上升，这就是著名的波特假说。自波特假说提出后，许多研究结论都支持了该假说，例如Lee等[7]通过1970至1998年的美国汽车制造行业的研究发现，强制性的汽车排放法规使得企业引进了更加先进的排放技术。不过部分学者的研究认为波特假说并非一定成立，如 Lanoie等 [8]就发现环境监管对加拿大魁北克地区制造业短期的全要素生产率有负向影响。近些年，还有不少学者，如余东华等[9]、Song等[10]发现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并非线性的，而是呈现“U”型关系，即在规制强度达到特定门槛值时，环境规制才能促进技术创新。也有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创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如徐敏燕等 [11]将中国20个制造业分类为重度、中度和轻度污染产业分别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仅对重度污染产业的技术创新有显著的促进效应；王珍愚等[12]从多个角度入手，研究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分别在不同行业、创新类型和所有制情况下的异质性。由国内研究可窥见，在中国背景下，针对波特假说的研究并未得出统一的结论，而是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有着不小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受限于当时治理理念的局限性，中国早期的环境规制手段基本是以命令控制型为主，对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研究在国内较为少见。齐绍洲等 [13]以中国2002年开始推行的SO2排污交易试点政策为研究对象发现，政策诱发了企业绿色创新活动，且对试点地区的诱发效果更加显著，进一步确认了该政策符合波特假说；郭蕾等 [14]则以中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作为准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推动了7个试点地区的企业研发新产品，从而起到了创新激励的效应；而刘晔等 [15]采用三重差分法研究发现，碳排放交易试点政策能够显著增加试点地区受影响企业的创新研发投资。
上述环境规制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笔者认为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创新激励效应的相关研究仍存在拓展的空间。首先，现有研究多聚焦于碳交易政策在全国层面上整体的绿色创新，异质性影响的研究多是一笔带过，但异质性对人们如何看待政策效应有着重要的影响[16]，深入的异质性研究能够得出更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对于实践也更具有指导意义。第二，过往研究多注重碳交易政策对绿色创新数量的影响，如专利数量、企业研发支出等，而在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背景下，也应该对绿色创新质量的研究予以重视。鉴于此，本研究将从企业所处地区、企业自身类型以及专利类型3个方面考察环境保护政策的异质性影响，同时加入对创新质量的研究，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发挥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提供参考建议。
2 作用机制与研究假设
2.1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企业在生产活动中过度排放CO2污染环境而不用承担相应的成本，造成了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的背离，具有典型的负外部性特征[3]。在政府实施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或其他环境规制之前，处于管制宽松状态的企业只考虑绿色创新为其带来的收益是否超过私人创新成本，无须承担排放带来的社会成本。对大多企业而言，其决策者对环境问题的了解相对匮乏，故仅仅规划单个或有限的几个绿色创新的研发风险过大，加之创新活动对人力和财力的消耗巨大，限制了企业以同时规划“一揽子”研发计划的方式来平衡所带来风险，特别是在涉足颇浅的绿色领域，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业更加不会投入过多精力，所以对于一个没有受环境规制约束的企业来说，进行绿色创新的风险大、收益不明确，通常不会主动选择创新。但是在政府引入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之后，环境污染的外部性问题通过市场的手段内化[17]，企业不得不以交易碳排放权的形式消化部分污染成本。排污成本内化所带来的减排压力将会从以下3个方面来促进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第一，创新补偿效应。相较于政策实施前，企业在决定是否投资于绿色创新时，除了需要考虑在碳市场交易的收入，绿色创新为企业在碳交易市场提供了动态的创新激励[18]，使得企业不进行绿色创新的机会成本显著增加，当碳价上升、成本水涨船高时，更多的企业会更倾向于进行绿色创新。第二，风险中和效应。不同于管制宽松时企业创新收益的不确定性，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为企业提供了有益的市场信号[19]，因为碳交易政策指明了企业进行绿色创新会获得收益，也即减排效果为其在碳市场带来的优势，从而降低了绿色创新收益的不确定性，提高了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的动力。第三，资源配置效应。不同于其他环境规制工具，碳排放权的交易使得碳配额向高污染企业转移的同时，生产要素也会向积极实现绿色创新的企业转移，这意味着更多的资源向绿色创新倾斜，能够促进社会整体的绿色创新。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1：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能够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
2.2    专利的异质性
相关研究常用企业绿色专利的数量来衡量企业绿色创新绩效，而专利又分为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除去绿色创新一般不会涉及的外观设计专利外，发明专利在创新性上要强过实用新型专利，创新难度也要更大，是质量相对更高的专利类型。叶祥松等[20]以及黎文靖等[21]的研究发现，为获得政府创新支持相关政策的补贴，企业会更多地选择难度更低、创新程度更小的实用新型专利。所以专利类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企业创新潜在动机的不同。环境规制对二者的影响也可能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实施不当的环境规制政策则可能会诱发企业寻求补贴的逆向选择 [22]，进行无意义的创新行为；而恰当的政策则能促进企业以减排为目的进行绿色创新，选择质量、水准更高的发明型专利。故区分绿色创新的类型来研究企业的创新行为，可以检验碳交易政策是否促进了高水平的绿色创新以及政策本身是否得当。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2：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不同类型的绿色创新促进效果存在差异，对高质量的发明型绿色专利的促进效果强于实用新型绿色专利。
2.3    地区的异质性
除去创新本身的不同外，环境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7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省市分布在中国东、中、西部【补充说明东中西部地区划分标准和依据！可以用文内阐述或文后注释方式。如果是笔者自己划分的，则各地区所包含的范围一定要一一清楚说明，不能简单用“等”字表述】。基于自然环境差异、国家发展战略等原因，中国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差异较大。其中，东部地区在整体的经济发展、治理理念、社会环境上都具有一定优势。相比较于中西部地区，更有效的监管体系和更高的市场化水平保证了东部地区的碳排放权市场有更加完善的市场机制，具有充分调动资源向绿色创新方向转移的能力；而经济发展上的优势又使得更多人才向东部地区聚集，为绿色技术创新提供了动力 [23]。Guo等 [24]研究发现，区域发展水平显著影响了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促进效果，经济发展水平更好、对外开放程度更高的地区有着更强的绿色创新促进效应。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3：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不同地区企业的绿色创新促进效果存在差异，对东部地区企业的促进效果要强于中西部地区。
2.4    企业规模的异质性
微观视角上，碳交易最终落实到的是具体的企业，而企业的技术创新受限于其企业家精神、研发投入、对技术创新风险和承受能力等内源力量的不同 [25]，即使处在相同地区的同一个碳市场，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态度也有所区别，同时企业规模对以上因素也有着很大的影响。Borsatto等[26]通过对世界各地的186家工业企业的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不但可以促进企业对环境方面的投资，且企业规模对其在环境方面的投资量有显著积极影响。首先，大规模企业的规模经济和垄断优势带来了更雄厚的研发资本、吸引更多技术型人才，保证了创新的动力充足；其次，大量研发投入也使得其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创新研发以降低创新风险，同时拥有更强大的风险承受能力 [27]；最后，企业高管的决策很大程度上受到企业所处环境的制约，大规模企业为高管所带来的过度自信会促进企业进行绿色创新 [28]。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4：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不同规模企业的绿色创新促进效果存在差异，对大规模企业的促进效果要强于小规模企业。
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图1中，H1,H2,H3,H4修改为“H1,H2,H3,H4”。且图内所有字符字级不超过宋体六号不加粗】
[image: ]图1  研究理论框架

3 研究设计
3.1    模型的构建
双重差分模型通过比对政策实施前后对试点地区（处理组）和其他地区（对照组）的某项指标的变化来反映政策对处理组的净影响[29]。这样做可以将不随时间变化的地区影响因素剥离出来，以此对政策进行更为准确的评估判断。在双重差分法的基础之上，除了“试点省市与否”和“政策实施时间前后”外，加入了第三个差分——相关文件所规定的试点覆盖行业与非试点覆盖行业，不仅剥离了地区影响因素，还能够消除掉行业差异所带来的影响，以得到更加稳健的结果。基于此，构建研究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试点地区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计量模型如下：
[bookmark: _Hlk97635287]Yijkt=α0+β1treatk×postt×groupj+β2treatk×postt+β3treatk×groupj+β4postt×groupj+β5treatk​+β6postt+β7groupj+μXijkt+δt+γk+p+εijkt​                                                                                                              （1）
式（1）中：i、 j、 k、 t分别代表企业、行业、地区和时间；Yijkt是被解释变量企业的创新水平，采用绿色专利申请数（GrePat）来表示；关键解释变量为3个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其中treat为试点地区虚拟变量，treat=1即代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post为是否为试点政策实行后的时间虚拟变量，post=1即代表政策实施后的时间段，group为企业是否试点覆盖行业的虚拟变量，group=1即代表企业为试点覆盖行业；δt, γk​, pj​【式1中没有pj只有p，核查】分别是时间、地区和行业的固定效应；X为一组控制变量；ε、μ分别为【补充说明】；α0、β1、β2、β3、β4、β5、β6、β7为【补充说明】。
3.2    样本与数据
以2009－2019年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剔除了数据缺乏的港澳台地区，再删除ST和*ST公司以及所选时间段间有数据缺失的公司，最终筛选出774家企业的8 514个观测值（以下简称“样本”）。根据国家发改委的相关通知【给出具体的依据】，确认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电力、航空八大行业为碳排放权交易试点行业，并结合各试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交易记录，将7个试点省市内试点行业中的180家上市企业作为处理组。其中，企业的基本信息及经济特征数据均来自于国泰安数据服务中心；上市公司专利数据来自于国家知识产权局。
3.3    变量选择与处理
（1）关键解释变量。将试点政策开始实行的时间设置为2013年。虽然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相关文件于2011年就已经下发，但是直到2013年中国的碳排放交易市场才陆续开放，故2013年更适合作为政策开始的节点。再通过上述方法进行样本处理，赋值各个企业的treat和group，最终得到关键解释变量treat×post×group。
（2）被解释变量。将使用企业绿色专利申请数量衡量企业绿色创新的水平。早期研究更多地将研发支出作为技术创新的衡量标准，但单纯的资金投入难以考量研发组织能力、人才整合效率等非经济因素[30]，并且对于本研究而言，细分到与绿色创新相关的企业研发支出相关数据也难以获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曾于2010年依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所罗列的无害环境技术制定出了一套绿色清单，涵盖了包括替代能源生产、运输、节能、废物管理、农/林业、行政监管及设计、核能发电七大领域，依据此清单的标准就可以统计出样本上市公司每年绿色专利的申请数量。而专利作为创新的直接产出，不仅适合作为创新的衡量指标，且绿色清单的存在也使得区分出具有环保意义的绿色专利成为可能。进一步地，绿色专利数量数据又分为申请数量和授权数量两种，选择专利申请数量的原因在于以下两点：（1）专利的申请与授权之间存在较长的时间延迟，2019年世界五大知识产权局统计报告显示，国家知识产权局【我国？还是通指知识产权局管理机构？】平均审查周期约需要22.2个月【补标引著录上述数据来源文献。注意不能仅以增加数据来源描述替代引用著录。若来源文献是图书，请务必要著录引用页码】，而专利的授权更多的是对专利的一种保护，当专利还在申请阶段时就可能已经投入使用了。（2）授权的专利会面临因未及时缴纳年费而被取消的风险，授权数量存在一定的不稳定性[30]。所以相比较于授权数量，使用专利的申请数量更能衡量企业当期的创新能力。
（3）控制变量。为控制其他变量对企业绿色创新带来的影响，参照齐绍洲等[13]以及刘晔等[15]的研究，从企业层面选取了以下控制变量，分别是企业年龄（Age）、净资产的自然对数表示的企业规模（Scale）、企业员工数量的自然对数（lnstaff）、第一大股东持股比率（Concen）、负债的自然对数（Debt）和净资产收益率（ROE）。
4 实证结果及分析
4.1    基准回归结果
如表1所示，当不引入控制变量时，treat×post×group的估计系数为5.195，而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而引入控制变量时，该系数下降但仍然在5%的水平上显著，同时使用联合固定效应模型的两组数据的交乘项treat×post×group略有下降但仍显著。表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能够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H1得到验证。
【表中栏题表意不明，确认修改内容；表中“是”“否”如果要使用参数符号代表，要说明各参数表征的含义】
表1  变量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企业绿色创新

	
	处理组                                                         对照组

	
	未引入控制变量    引入控制变量           未引入控制变量    引入控制变量

	treat×post×group
	5.195**
(2.235)
	4.948**
(2.312)
	4.409**
(2.027)
	4.224**
(1.917)

	treat×post
	−0.928
(1.441)
	−1.020
(1.431)
	
	

	treat×group
	0.389
(1.529)
	−2.358
(1.866)
	5.477***
(1.629)
	3.112**
(1.354)

	post×group
	−1.661*
(1.001)
	−1.141
(1.000)
	1.445
(3.078)
	2.013
(3.461)

	Constant
	2.501***
(0.760)
	87.570***
(22.53)
	2.421***
(0.639)
	81.90***
(20.300)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否
	否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否
	否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否
	否

	时间×行业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时间×省份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行业×省份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Observation/个
	8 514
	8 514
	8 514
	8 514

	R-squared
	0.315
	0.354
	0.589
	0.611

	注：1）括号内数字为对应系数的稳健标准误；2）*** 、 **和*分别代表在1%、5%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下同。



4.2    异质性分析
4.2.1    专利的异质性
表2的结果表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促进了企业的发明型绿色专利数量的上升，且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而碳排放权交易对绿色实用新型专利数量的促进作用相对不明显，且都不显著。即虽然发明型绿色专利相较而言难度更高，但是企业在面对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时，出于对实际减排效果的考虑，会更多选择创新性更强、整体质量更高的发明型绿色专利，以减轻碳交易市场的成本压力。由此，H2得到验证。
【表2栏题表意不明，每一列都要有明确的名目。参照表1形式修改】
表2  专利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
	绿色发明型专利
	绿色实用新型专利

	treat×post×group
	4.176**
(1.813)
	3.187**
(1.368)
	0.771
(0.615)
	1.037
(1.124)

	treat×post
	−0.840
(1.079)
	
	−0.180
(0.472)
	

	treat×group
	−2.627**
(1.271)
	1.954
(1.532)
	0.269
(0.675)
	1.158***
(0.436)

	post×group
	−1.049
(0.734)
	2.025
(3.579)
	−0.092
(0.351)
	−0.012
(0.949)

	Constant
	−61.310***
(15.900)
	−63.360***
(15.940)
	−26.270***
(8.728)
	−18.530***
(5.672)

	时间固定效应
	是
	否
	是
	否

	行业固定效应
	是
	否
	是
	否

	省份固定效应
	是
	否
	是
	否

	时间×行业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时间×省份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行业×省份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Observation/个
	8 514
	8 514
	8 514
	8 514

	R-squared
	0.294
	0.556
	0.330
	0.605



4.2.2    地区的异质性
将企业所在省市分为了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同时进一步细分了专利类型的回归结果（见表3）。可见，碳交易试点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东部地区企业的绿色创新，对中西部地区的绿色创新促进效应却不显著；碳交易试点政策对绿色发明专利的回归结果也与之相类似，对东部试点地区的企业绿色实用新型专利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对非东部地区的影响却不大。可见，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不同地区的企业影响不尽相同，对东部地区企业的各类绿色创新的促进效果都要强于中西部地区，即H3得到检验。



【表3中，统一数值的小数位数】
表3  地区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
	东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

	
	绿色专利
	绿色发明专利
	绿色实用新型专利
	绿色专利
	绿色发明专利
	绿色实用新型专利

	treat×post×group
	6.674**
(2.682)
	5.489**
(2.124)
	1.185*
(0.690)
	1.018
(1.539)
	0.598
(1.042)
	0.420
(0.620)

	Constant
	−104.50***
(30.160)
	−75.95***
(23.380)
	−28.59***
(9.683)
	−53.04***
(15.770)
	−33.53***
(10.690)
	−19.51***
(6.074)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Observations/个
	5 225
	5 225
	5 225
	3 289
	3 289
	3 289

	R-squared
	0.392
	0.325
	0.378
	0.190
	0.155
	0.209



4.2.3    企业规模的异质性
[bookmark: _Hlk97737064]将企业净资产对数作为企业规模的衡量标准，再取企业规模的平均数，将年均规模大于平均规模的企业定义为大型企业，否则为小型企业，基于此再进行分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可见，碳交易试点政策对大型企业的各类绿色专利都存在一定的促进作用，且都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而对小型企业的所有类型绿色创新的影响都不显著。这一结果为H4的验证提供了依据，也即企业的规模会影响企业对碳交易试点政策的反应，大型企业往往会更积极地进行绿色创新，小型企业由于风险承受能力、自身资源等原因难以创新。
表4  企业规模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
	大型企业
	小型企业

	
	绿色专利
	绿色发明专利
	绿色实用新型专利
	绿色专利
	绿色发明专利
	绿色实用新型专利

	treat×post×group
	11.49***
(3.521)
	9.561***
(3.002)
	1.930**
(0.957)
	−0.515
(1.143)
	−0.497
(0.839)
	−0.019 
(0.326)

	Constant
	−198.100***
(52.690)

	−142.200***
(34.870)

	−55.970**
(22.480)

	−12.080**
(4.846)

	−9.181***
(3.315)

	−2.896
(1.915)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Observations/个
	3 399
	3 399
	3 399
	5 115
	5 115
	5 115

	R-squared
	0.434
	0.387
	0.380
	0.121
	0.079
	0.188



5 进一步稳健性分析
5.1    专利质量的变化
除了专利类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区分专利质量的标准外，过往有关研究还提出了很多使用其他专利信息衡量绿色创新质量的方法，如Fisch等[31]使用了专利申请与专利初次他引之间的时间跨度；陶峰等[22]通过构建专利知识宽度指标，以专利涵盖领域衡量绿色创新的质量。为了确保上述结论的稳健性，同时进一步分析碳交易政策对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特点，将原本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替换为绿色创新的质量研究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使用上市企业当年申请的所有专利截至2018年12月31日的年均被引用量的平均数来衡量。表达式如下：
                                                                                       （2）
式（2）中：GrePatQual为衡量企业当年绿色创新质量的参数；n为企业当年绿色专利的申请量；Citi为企业第i个绿色专利截至2018年12月31日的引用总量；year为年份。
使用三重差分模型作为GrePatQual的回归模型，结果如表5所示，整体上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企业的创新质量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东部地区企业的促进效果更好且显著，但对中西部地区企业的促进效果并不显著；对不同规模企业的绿色创新质量都有显著的促进效果，但对大规模企业的绿色创新质量提升幅度更高。由此表明，上述对专利质量异质性分析的结果具有稳健性。；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不仅大幅促进了发明型专利数量的提升，还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整体质量的提升，且在绿色创新质量上仍符合东部地区企业促进效应强于中西部地区企业，大规模企业促进效应强于小规模企业的规律。
【表5中，统一数值的小数位数；表中表示显著性的符号*应置于数值右上方，如黄色背景所示】
表5  碳排放权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专利质量的影响回归结果
	变量
	企业绿色创新质量

	
	区域异质性
	企业规模异质性

	
	全样本
	东部
	中西部
	大规模
	小规模

	treat×post×group
	0.009 31***
	0.012 0***
	0.002 04
	0.010 8**
	0.007 41**

	
	(0.002 79)
	(0.003 94)
	(0.004 60)
	(0.004 75)
	(0.003 57)

	treat×post
	−0.002 70
	−0.005 53*
	0.004 46
	−0.002 78
	−0.002 53

	
	(0.002 23)
	(0.003 01)
	(0.005 14)
	(0.003 45)
	(0.002 63)

	treat×group
	−0.005 99***
	−0.005 56***
	−0.011 4
	−0.009 17*
	−0.000 945

	
	(0.002 04)
	(0.002 01)
	(0.008 02)
	(0.005 38)
	(0.004 83)

	post×group
	−0.005 47***
	−0.007 38**
	−0.004 07
	−0.004 49
	−0.007 00***

	
	(0.002 02)
	(0.003 37)
	(0.002 51)
	(0.003 16)
	(0.002 42)

	Constant
	−0.068 9***
	−0.072 5***
	−0.046 0**
	−0.117***
	−0.046 8

	
	(0.015 0)
	(0.021 7)
	(0.020 8)
	(0.028 5)
	(0.029 5)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Observation/个
	5 680
	3 490
	2 190
	2 370
	3 310

	R-squared
	0.064
	0.066
	0.096
	0.165
	0.039



5. 2    合成控制法下的地区异质性研究
合成控制法经常用于为研究某一政策对不同地区的影响。其基本思路是，在除政策覆盖省份之外的其他几个省份中提取部分信息线性组合构建一个虚拟的对照组（即合成控制区域（synthetic control region）），再与处理组进行对比。受限于自身特点，合成控制法只可使用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分析，但是与三重差分相比具有以下优点：第一，通过数据驱动确定权重，减少了主观选择的误差，避免了政策内生性问题；第二，弥补了差分法难以得到合适的对照组的问题，合成控制区域与实验组在政策前具有相同的变化趋势；第三，可以对每一个研究个体提供与之对应的合成控制对象，避免结论过于平均化的评价。故拟进一步采用合成控制法，通过省级面板数据进行稳健性分析。
以一地区全年绿色专利申请数量占其全部专利申请总数的比例（以下简称“绿色专利占比”）作为被解释变量，并选取适当的指标【交代清楚何为适当】作为控制变量，分别合成出北京、天津、上海、湖北、重庆和广东6个省市的虚拟对照组，并绘制2009至2019年试点地区与合成控制区域绿色专利占比的对比图（见图2）。其中，实线为试点城市；虚线为合成的虚拟对照组。以图2中2013年的竖虚线为政策节点，6个分图中竖虚线左侧几乎重合，但右侧政策开始后的变化趋势各不相同。具体而言，在开始实施政策后，北京、上海和广东3个城市的绿色专利占比相较合成地区更高且差距明显，说明了碳交易试点政策促进了这3个区域的绿色创新的发展；而天津在2018年之前比合成天津的绿色专利占比更高，到了2018、2019年则趋于相同；湖北仅在政策实施后的前3年有一定的政策冲击效果，之后绿色专利占比与合成湖北差距并不明显；政策对重庆的绿色专利占比的影响则是负向的。综合以上结果可以看出，碳交易试点政策在北京、上海、广东、天津4个东部地区的绿色创新都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对湖北和重庆两地的促进作用不明显。这与上述三重差分的检验结果相吻合，进一步证明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东部地区绿色创新的促进效果要好于中西部地区。
【图2（b）统一纵坐标数值的小数位数】

（a）北京                                （b）天津                                 （c）上海

（d）湖北                                 （e）重庆                               （f）广东

图2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与其合成区域绿色专利比较

5. 3    企业规模衡量的问题
为避免衡量指标的不同对企业规模异质性研究结果稳健性的影响，除了取自然对数的净资产总额外，还以营业收入和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这两个指标衡量企业的规模，采用相同的方法区分企业规模再进行分样本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可以看出，两组结果与以上基本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即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更能促进大型企业的绿色创新，而对小型企业的促进效果不显著。
【表6中，统一数值的小数位数；表中表示显著性的符号*应置于数值右上方】
表6  变更企业规模衡量标准
	变量
	营业收入取自然对数
	年末总资产取自然对数

	
	大型企业
	小型企业
	大型企业
	小型企业

	treat*post*group
	10.18***
(3.238)
	−0.043 7
(1.116)
	9.301***
(3.113)
	0.663
(0.499)

	Constant
	−149.7***
(39.97)
	−13.40***
(4.949)
	−166.5***
(41.50)
	−9.876**
(4.020)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Observations
	3 861
	4 653
	3 696
	4 818

	R-squared
	0.418
	0.129
	0.425
	0.137



6 结论与政策启示
6.1    研究结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可以促进中国企业的绿色创新，且存在以下的特点：（1）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企业的发明型绿色专利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实用新型绿色专利的影响较小；（2）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能够促进东部发达地区企业各种类型的绿色创新，但对中西部地区的创新促进作用不明显；（3）不同规模的企业对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反应不同，较大规模的企业会更愿意进行绿色创新，特别是发明型绿色专利的创新，而小规模企业受限于自身体量并不会进行创新；（4）除了能促进更高质量的发明型绿色专利的增长外，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整体质量有显著的提升效果，且与对绿色专利数量的影响类似，即对东部地区和大规模的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激励效果优于中西部地区和小规模企业的特点。
6.2    政策启示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得到以下政策启示：（1）政府应灵活运用碳交易市场等市场型环境规制工具。与传统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不同，碳交易市场通过“看不见的手”引导企业积极发展绿色技术创新，企业在完成减排任务的同时又实现了绿色转型，提升了自身的竞争力。故在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双碳”目标的双重背景下，各级政府应该顺应时代革新减排治理的理念，合理规划、积极配合发展建设全国碳交易市场，营造良好的市场氛围，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促进企业的绿色转型。（2）碳交易试点政策不仅促进了企业发明型绿色专利方面的增长，对绿色创新质量也有显著的促进效果，因此政府应该进一步强化碳市场对创新质量的积极影响，例如除已有的发电行业外，引入其他高污染行业，有序地扩大碳交易覆盖行业以提升市场的活跃度【斟酌，充分阐述】。（3）全国碳市场应针对不同地区作出不同的发展策略。在全国碳市场刚起步的时候，应该加大对企业、政府部门碳交易相关知识的培训力度，搭建起功能基本完善的碳交易市场，以明确的市场奖惩机制促进企业创新；而在东部地区，应该进一步完善碳交易市场，适时引入碳期货、碳期权等碳金融服务，并适当加强监管力度，加强对未履约企业的惩罚力度，为全国碳交易市场起到模范带头作用。（4）关注微观主体间的差别，针对不同规模的企业，具体政策应该也有所倾斜。对于小规模企业，政府应该充分考虑到其与大企业之间在风险承担能力、资金水平等方面存在的差距，考虑通过予以放宽碳配额限制、资金支持等方式引导小型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和绿色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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